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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在交通领域的广泛应用，自动驾驶技术逐渐从规划走向落地，一系列的伦理挑战也随

之产生。现实中存在着这样一种交通场景，即无论采取何种行动，车辆都难以避免发生碰撞。在不可避

免的碰撞情境中，设定基于何种伦理构架的优化算法是我们亟待解决的问题。针对这一难题，有学者提

出了基于功利主义、道义论、契约主义等伦理学理论的单一优化算法。然而，这些进路普遍存在顾此失

彼的局限性。我们倡议构建一种融合多种伦理学理论的复合框架即“组合框架”。在此框架基础上，进

一步引入一种能够识别并综合权衡多元化规范性伦理主张的决策程序，即“元规范决策程序”，以设计

更具人性化、更具公正性的自动驾驶汽车碰撞优化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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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wide applic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in the transportation sector, autonom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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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iving technology is gradually moving from planning to implementation, and a series of ethical 
challenges have also arisen. In reality, there is such a traffic scenario that no matter what action is 
taken, it is difficult for the vehicle to avoid a collision. In the inevitable collision scenario, setting an 
optimisation algorithm based on what ethical concept is an urgent problem that we need to solve. 
In response to this problem, some scholars have proposed single optimisation algorithms based on 
utilitarianism, deontology, contractualism and other ethical theories. However, these solutions gen-
erally have the limitation of being unable to do everything. We propose to construct a composite 
framework that integrates multiple ethical theories, i.e., a “composite framework”, and further in-
troduce a decision-making procedure that can identify and comprehensively weigh diverse norma-
tive ethical claims, i.e., a “meta-normative decision-making procedure”, to design a collision optimi-
sation algorithm for autonomous vehic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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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24 年 7 月，以“萝卜快跑”为代表的自动驾驶汽车出行服务，以其显著的便捷性、高效性以及创

新性，迅速吸引了大众的目光。这是自动驾驶汽车作为一种人机协同的前沿技术产物融入我们日常生活

的生动写照。当前自动驾驶系统依托多模态传感器阵列、实时控制模块及深度强化学习算法，已实现车

辆制动、转向等功能的自主控制。在交通技术发展进程中，安全性作为核心价值维度，理应在自动驾驶

技术迭代中居于首要地位。麦肯锡的研究指出，鉴于当前 90%的交通事故源于人为失误，而自动驾驶技

术通过消除人为操作环节具备显著降低此类事故的潜力([1], p. 9)。自动驾驶汽车配备的感知系统空间分

辨率与动态响应速度超越了人类驾驶员的生理极限，理论上能够显著降低交通事故的发生率和人员伤亡

率。然而，受制于复杂多变的交通环境、不可预测的因素以及车辆物理性能(如惯性)等局限，自动驾驶汽

车并不具备绝对的安全性，始终存在不可避免的碰撞问题。当自动驾驶汽车遭遇无法避免的碰撞情境时，

在事件发生瞬间面临着复杂的道德决策两难困境，尤其是意味着生命衡量的人的碰撞选择问题。自动驾

驶汽车的道德算法基于哪种伦理理论才能获得最大的可接受性成为我们亟待解决的问题。目前，已有学

者基于功利主义、道义论、契约主义等伦理学理论，提出了多种单一的自动驾驶道德算法。但我们认为，

应该采用融合多种伦理学理论的复合式规范性架构，即“组合框架”以及“元规范决策程序”来设计自

动驾驶汽车在碰撞顷刻的道德决策算法，能够有效规避单一自动驾驶道德算法的缺陷。 

2. 从人工驾驶到自动驾驶：碰撞伦理的机遇与挑战 

在人工驾驶时代，碰撞事故往往与人为因素紧密相关，如分心驾驶、超速行驶、疲劳驾驶等。当面

临不可避免的碰撞危机时，人类驾驶员受限于瞬间的反应时间、心理紧张等因素，往往难以做出符合理

性决策的道德判断。在此情境下，人类的本能往往占据上风，导致实践理性难以充分发挥作用。自动驾

驶汽车的出现为碰撞伦理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 
或许有人认为，借助数据系统的辅助，可以考虑在碰撞发生瞬间由人类驾驶员单独行使决策权。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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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上，我们不能完全寄希望于人类驾驶员在碰撞顷刻采取超理性的行动，过度信赖“老司机”的应变能

力。我们应考虑借助“弱”道德人工智能系统辅助人类主体在此情景下做出道德决策，才能更好地发挥

人类主体与计算机辅助之间的良性交互作用[2]。首先，人类驾驶员需面对不可预测的人工智能算法黑箱

与不可预知的机器学习模型的挑战。其次，由于智能系统长期负责驾驶任务，人类驾驶员难以保持对路

况的持续关注。当突发紧急情况出现瞬间转交驾驶决策权，人们往往难以迅速转移注意力，从专注于一

件事转向另一件事。再者，突然让人类驾驶员接手处理他未能保持持续注意力的事务所出现的意外，势

必会导致其惊慌失措，这种情况下引发的结果可能比不采取任何行动更为严重。若要求人类驾驶员极力

克服生理性疲劳，在车辆运行过程中始终保持注意力的高度集中，这不仅不符合实际而且还违背了自动

驾驶汽车将人类驾驶员从传统驾驶模式中解放出来的初衷。因此，能够在极端情境下做出道德决策的人

工智能辅助增强人类道德的机器系统，将在重构人类在碰撞交通活动中的行为正当性实践中成为一种可

取的方案。 
在紧急情况下，有了更为稳定可靠的数字化控制系统的帮助，车辆将做出更为符合主体价值观的道

德抉择。自动驾驶汽车是一种蕴含“智慧”的新型“能动体”，依靠人工智能、计算机视觉、激光雷达以

及高精度地图等技术的紧密合作，能够在传感技术和决策算法的指导下，自动完成驾驶行为[3]。与人类

驾驶员不同，计算机系统并不受瞬时决策时间的紧迫性与心理紧张感的限制，在碰撞不可避免的情况下，

仍能像在正常驾驶时一样高效应对。 
当然，自动驾驶系统并不会自动做出符合人类伦理价值的决策，这有赖于人类的主动介入。在不可

避免的碰撞情境中，自动驾驶系统使机器处于即时决策的位置，而这些决策直接关系到人类的生命安全，

我们必须通过编程使汽车的功能与人类相似。只有当自动驾驶汽车以确定性的方式应对具有道德负荷的

情况时，才能有效避免在实际交通或突发情况下出现不可接受的失误。那么，究竟何种伦理设定是正确

的呢？是倾向于共同体集体决定的伦理设定还是倾向于个人决定的伦理设定呢？假设我们将伦理旋钮交

予个人，实行个人化的伦理设定(Personal Ethics Setting，简称 PES)，这可能会导致极端利己主义的囚徒

困境[4]。因为当预设在事故发生的情境下，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人们往往首先考虑保护自身的生命安

全。在自动驾驶汽车遇到危险时，将不可避免地首选对行人造成伤害，致使行人处于危险之中。而安装

了此类算法的自动驾驶汽车将导致社会总体伤亡人数的增加，并且恐怕也无法获得上路许可。显然，我

们需要一种恰当的，符合社会预期的，由共同体集体决定的强制的伦理设定(Mandatory Ethics Setting，简

称 MES)来应对此类情况([4], pp. 97-101)。那么，究竟何种伦理理论才符合这些要求呢？ 

3. 道德判断自动化：碰撞算法的适用性争议 

在面临不可避免的碰撞场景时，自动驾驶汽车伤害分配的伦理处置效能，本质上取决于信息表征的

精确度与算法架构的规范性耦合水平。在构建自动驾驶汽车的碰撞应急算法时，由社会共同体集体决定

的强制伦理原则，必须超越特定伦理审查主体的个体道德偏好，建立在对社会普遍伦理预期的系统性整

合基础之上。这一规范性诉求要求算法设计必须实现从个体经验判断到社会共识形态的范式转换，唯有

如此，自动驾驶系统才能有效承担起作为人类驾驶员道德风险缓冲机制的功能定位，真正成为体现社会

集体意志的道德能动体。当前学界对碰撞优化算法的规范性基础研究主要围绕经典伦理学体系展开。其

中，功利主义的后果论范式、道义论的规则导向框架、契约主义的普遍标准模型，因其在道德判断的可

计算转化方面展现出独特的理论适配性，已成为自动驾驶汽车道德决策研究的主要范式。 

3.1. 功利主义视角下的伤害最小化 

19 世纪的哲学家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在其著作《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中阐述了功利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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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本原理，即“最大幸福原则”，行为的道德意义取决于其对最大数量人群幸福的贡献[5]。基于这一

理论遗产，德国慕尼黑工业大学的研究人员提出了一种用于轨迹规划的“风险成本函数”[6]。该函数巧

妙地将伦理考量融入数学模型之中，旨在通过将整体风险最小化与优先处理最坏情况，实现道德决策的

量化处理。因此，从功利主义伦理学的理论框架出发，可推导出自动驾驶系统的碰撞算法若能在交通情

境中实现对道路参与者生命权及身体完整性的最大化保障，则该算法具备伦理正当性。具体而言，任何

技术决策方案若能在有限选择集中达成社会福祉的最优解，即在边际效应层面实现利益产出最大化与负

外部性最小化的动态平衡，便可被判定为符合道德规范的核心诉求，从而成为伦理意义上的优先选择。 
功利主义视角下的自动驾驶碰撞优化算法，其核心在于伤害最小化的应用。这一原则要求首先对潜

在受害者进行精细化的可视性量化，并依据不同的人群(如行人、乘客、驾驶员等)设定差异化的价值权重，

再通过精密计算负效用率来平衡生命权重与预期死亡率[7]。这一过程不仅体现了风险管理和成本优化的

精髓，也展现了将抽象伦理原则转化为具体机器操作指令的潜力。因此，将道德考量纳入自动驾驶技术

的控制逻辑体系具备一定的可行性前景。 
尽管功利主义原则在自动驾驶系统的伦理决策中展现出表面直观性与操作便捷性等特征，但其内在

的理论缺陷与技术实现困境亟待深入辨析。在技术实现层面，基于预期效用最大化的决策模型面临显著

的操作性挑战。自动驾驶系统固有的概率性特征与复杂交通场景的不可预测性，导致难以实现功利主义

算法所要求的精确风险评估。具体而言，对潜在事故中多元主体(如行人、驾乘人员及其他道路参与者)的
伤害概率计算，受限于传感器精度、算法运算能力及环境变量等客观因素，其风险评估的可靠性与决策

结果的确定性存在根本性质疑。在伦理维度，功利主义决策框架的局限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

该模型将个体生命简化为同质化计算单位，通过量化比较实施“伤害最小化”决策，实质上构成对生命

权不可通约性的根本否定；其二，系统化的效益计算模式忽略了个体权利、自主意志及合理期待等核心

道德要素，导致“多数人暴政”的技术实现风险；其三，在具体事故场景中，守法行人、高安全配置车辆

驾驶员及道路作业人员等无过错方往往因其物理特性或位置属性被系统判定为优先牺牲对象，这种以整

体利益为名的决策逻辑，实质上构成了对个体消极权利的制度性侵犯。这种单纯追求总体伤害最小化的

思维模式，抹去了为了集体主义而有所牺牲的个体的权利、自主性以及合理期望等关键性道德考量因素

[8]。因为在功利主义伦理框架内，为了挽救他人的生命而牺牲无辜者的生命具有正当性。这种现象是不

公平的，显然未考虑公共道德在伦理决策中的作用，是以所谓积极的名义侵犯个体正当的消极权行为，

挑战了个体权利、自主性与合理期望的边界，其道德性值得商榷。 
实证方法是不可避免碰撞领域中的一种前沿方法，它亦揭示了公众对于功利主义碰撞优化算法的矛

盾态度。让–弗朗索瓦·博内丰(Jean-François Bonnefon)等人在其研究中指出，尽管人们赞赏功利主义汽

车能够实现社会效益的最大化，普遍认可其在增进社会整体福祉方面的潜力，但出于对车内人员安全的

担忧，大多数人并不愿意购买此类车辆[9]。这种责任转移现象，即期望他人为公共利益做出个人牺牲，

无疑对自动驾驶技术的社会接受度构成了挑战，显然会延缓自动驾驶汽车的普及。 
综上所述，功利主义视角下的碰撞优化算法，作为以结果为导向的决策框架，虽具有其独特的理论

魅力与实践潜力，但在实际应用中仍需谨慎审视其公正性、合理性及伦理边界。 

3.2. 道义论视角下的道德遵循 

在自动驾驶伦理决策的范式演进中，道义论为规范驱动型算法架构提供了独特的理论进路。与结果

主义路径不同，道义论范式强调道德义务的先天约束性，主张算法的正当性源于其对先验道德律令的遵

循度，而非行为后果的效用最大化。道义论强调将抽象道德律令编码为有限自动机可解析的刚性约束体

系，从而确保规范驱动型算法架构在输出层实现道德判断的规范一致性，维持道义论承诺的拓扑不变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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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马斯·鲍沃斯(Thomas M. Power)尝试从康德的道德形而上体系出发，为机器伦理学提供康德式的解释

进路[10]。艾萨克·阿西莫夫(Isaac Asimov)提出的“机器人三定律”强调，机器人必须恪守规则与义务，

以保障人类的利益与安全。还有一些学者主张，在构建自动驾驶汽车的道德决策框架时，采用道义论范

式需遵循若干伦理准则，其中生命至上原则具有核心地位。这一原则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人

的生命权具有可不通约的伦理优先性。当系统遭遇人、动物与财产的价值冲突时，必须建立严格的价值

等级序列，确保人类生命权益始终处于最高保护位阶。另一方面，在人类生命权的内部比较中，应恪守

生命等价性原则。个体特征参数，如年龄、性别、身体状况等人口统计学变量，不得成为选择性剥夺生

命的合法依据。 
为机器行为预设明晰的伦理约束框架具有双重理论价值：其一，通过建立公开透明的伦理决策机制，

可显著提升技术应用的可解释性，确保利益相关主体的知情权和监督权；其二，采用规则导向的伦理建

模路径，能从技术底层强化对用户权益的系统性保障，有效规避歧视性算法与不公平待遇的潜在风险[11]。
然而必须指出，规则型伦理机器的实践效能正面临根本性挑战，这主要体现在规则实施的双重前提条件

上。首先，智能系统需具备动态识别特定情境下适用伦理规则的能力；其次，必须确保规则执行的严格

性与语义理解的准确性。相较于人类通过常识推理实现的规则适配与例外处理，机器系统往往表现出机

械式遵循字面指令的特征。这导致伦理规则的设定必须满足两个严苛要求：既要穷尽所有可能情境的应

对方案，又需实现抽象原则与具体场景的映射耦合([11], p. 103)，这对技术实现与伦理哲学均构成重大挑

战([6], pp. 1033-1055)。进一步分析发现，多层级伦理规范间的优先级冲突加剧了系统复杂程度。当不同

伦理义务发生竞合时(如保护乘客安全与遵守交通法规的义务冲突)，由于无法预先穷尽所有义务排序方

案，也缺乏将法律条文转化为机器可执行的标准化伦理代码的普适方法。因此，在义务论框架下设计的

碰撞优化算法，由于需同时满足相互冲突的规范要求，可能陷入不可调和的决策悖论状态[12]。 
综上所述，道义论伦理原则有助于为自动驾驶技术的操作设置严格的道德限制条件，但仅凭此原则

并不足以单独应对自动驾驶所带来的道德复杂性难题。基于道义论透明伦理规则设计的自动驾驶碰撞优

化算法，受技术编程障碍与机动灵活性不足等因素的影响，其有效性尚需进一步考察。 

3.3. 契约主义视角下的普遍标准 

在分配正义理论与多主体系统的规范架构研究的深度耦合中，催生了基于契约主义的自动驾驶汽车

伦理设定。社会契约主义通过构建多阶段重复博弈模型，将策略型理性主体的局部利益最大化行为，转

化为全局规范共识的帕累托改进过程。简·果戈里(Jan Gogoll)和朱利安·穆勒(Julian Müller)基于契约主

义的视角，构建了一个系统框架。在该框架中，机器系统被划分为“自私的能动者”(利己主义的最大限

度保护)或“道德的能动者”(利他主义的伤害最小化) [13]。前者优先考虑车内人员的安全，后者致力于

为所有可能受影响的人争取最佳结果。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在政治哲学领域提出的“无知之幕”理

论，为自动驾驶汽车道德判断提供了独特的分析视角。该理论假设决策主体被剥离了关于自身社会属性

与潜在风险情景的具体信息，在此认知限制下，个体会通过将每个利益相关方的处境视为可能发生在自

身的境况，从而形成具有普遍性的公正道德判断。基于这一理论范式，德里克·莱本(Derxek Leben)将其

延伸至人工智能伦理领域，特别是在自动驾驶汽车道德碰撞优化算法的道德决策机制中([11], p. 105)，提

出应当建立以“身体完整性最大化原则”为核心的伦理框架[14]。该框架要求算法设计必须确保：当所有

潜在风险承担者处于无知之幕的认知情景时，都会基于理性共识认可该决策机制在生命权益分配上的公

平性。 
尽管如此，上述理论框架在实践层面仍面临诸多实施挑战。契约主义在量化价值与利益相关者条件

关联过程中所面临的理论困境，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11], p. 105)：首先，在价值量化标准层面，虽然建

https://doi.org/10.12677/acpp.2025.148442


易瑶琴 
 

 

DOI: 10.12677/acpp.2025.148442 260 哲学进展 
 

立基于身体完整性威胁的伤害评估基准具有理论必要性，但社会群体异质性会导致其适用性面临挑战。

例如，同等程度的肢体损伤(如胫骨骨折)对不同社会群体(如体力劳动者与退休人员)造成的实质影响存在

显著差异([11], p. 105)。这种差异性要求算法设计必须纳入社会情境敏感性分析，但同时也可能在社会量

化标准重构过程中形成制度性歧视，特别是在风险分配机制层面可能导致新的社会正义问题。其次，在

伦理评估维度层面，环境依赖的差异性需要被纳入权重计算体系。具体而言，当潜在伤害发生在道路使

用者与具有环境依赖权([11], p. 106)的无辜第三方之间时，其伦理评估系数应呈现显著差异。这种区隔源

于第三方在特定场域中享有免受干扰的基本权利[15]，该权利诉求应通过参数权重调整在算法架构中得

到制度性体现。最后，在技术实现层面，构建多维风险概率模型面临方法论与实践层面的双重挑战。这

不仅涉及对复杂情境下伤害发生概率的精确计算，更需要建立跨学科的风险评估框架以整合社会学、伦

理学与工程学等多维变量。当前技术体系在实现利益相关者动态权益平衡方面仍存在显著局限，这要求

投入更多研究资源以完善算法决策的可解释性和伦理适配性。 
此外，果戈里和穆勒所提出的个人道德环境赋予每位驾驶员根据个人道德规范自主选择碰撞行为的

权利，这一做法极易引发囚徒困境。他的强制伦理倾向于功利主义伦理理念，其“最大化原则”可能导

致违反直觉的算法结果。例如，为了避免对单个利益相关方造成最大程度的死亡伤害，需以其他与事故

无关的行人或驾驶者造成非致命伤害为代价。这与约翰·哈里斯(John Harris)提出的“生存抽签”(Survival 
Lottery)1观点存在显著的理论同构性。值得关注的是，现有算法框架在伤害预测方面存在显著的非对称性

信息遮蔽缺陷。以如下决策矩阵为例：自动驾驶汽车转向操作将导致 1 人死亡 + 2 人肢体伤残(类型 A)，
维持轨迹则引发 2人死亡 + 1人肢体伤残(类型B) ([11], p. 106)。尽管两种伤害类型在量级上具有等质性，

但其时空分布结构存在本质差异。在信息不完全的条件下，决策算法既无法识别肢体伤残的可逆性程度，

也不能预判死亡个体的社会价值权重。这种信息遮蔽导致算法陷入纳什均衡的决策困境：当伤害类型无

法通过贝叶斯决策理论框架进行优先级排序时，系统将被迫采用随机化决策策略，其本质与生存抽签的

伦理机制具有同源性。 
总而言之，当前基于契约主义的自动驾驶碰撞优化算法虽然在理论上能平衡多数人的福祉，但其预

设的理想观察者立场在现实道路场景中面临操作性挑战，仍需我们开展进一步的严格论证与优化设计。 

4. 组合框架与元规范决策程序：碰撞伦理的破解之道 

通过上述分析，或许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在将一般性理论应用于具体应用场景时，每一种伦理

学理论均显示出其显著的情境局限性。此外，由于伦理学理论体系之间存在内在的互斥性，因而选择哪

一种理论为道德判断自动化辩护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就当前进展而言，似乎尚无单一道德标准能够全面

而有效地解决自动驾驶领域所面临的道德判断困境。鉴于此，或许我们应拓宽视域，对碰撞优化算法进

行横向思考。我们可以尝试考虑整合多种伦理学理论，吸收其中的合理成分，进而构建一种复合型伦理

框架，即“组合框架”。在此基础上，利用“元规范决策程序”的方法来探索设计自动驾驶汽车的碰撞优

化算法。 

4.1. 基于“组合框架”的碰撞优化算法 

当代规范伦理学理论体系的范式分歧，导致自动驾驶伦理决策系统面临根本性的建构难题。功利主

义、义务论契约主义等理论范式之间的不可通约性，不仅造成价值排序的结构性冲突，更在具体应用场

 
1约翰·哈里斯提出的“生存抽签”是一个伦理学思想实验，其核心观点是：在面对器官移植需求和供体短缺的情况下，可以通过

随机抽签的方式来选择一个健康的人，将其器官用于拯救多个生命垂危的病人。哈里斯认为，尽管这种做法在直观上看起来是不

道德的，因为它涉及到无差别地牺牲一个无辜者的生命，但从结果上看，这种策略能够拯救更多的生命，从而在总体上提高了每

个人的生存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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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中引发方法论适用性的持续争议。为突破单一伦理范式的局限性，学界开始探索理论整合的可能性路

径。诺亚·古道尔(Noah Goodall)主张通过跨理论要素萃取([11], p. 109)，建构包含多重伦理维度的复合决

策模型[16]。在自动驾驶汽车的伦理设定框架中，应当考虑采纳融合性的方法，即将不同伦理学理论整合

成一个复合型规范性框架即“组合框架”，并将其作为设计碰撞优化算法的伦理基础。唯有如此，才能

有效克服单一伦理理论在算法应用中的局限性。目前，已有学者开始沿着这一方向展开探讨。 
凡妮沙·舍夫纳(Vanessa Schäffner)提出了一种复合型伦理分析框架，该框架通过将功利主义与结果

论、道义论进行方法论融合([11], p. 109)，系统性地解决了单一型功利主义在义务冲突与权利保障方面的

理论困境([8], pp. 173-187)。这种整合思路在神经伦理学领域获得创新性发展，韦利科·杜布列维奇(Veliko 
Dubljevic)基于 ADC (主体–行为–后果)三维模型建立了道德判断的量化评估体系([11], p. 109)。该模型

通过构建主体道德资质、行为规范属性与后果效价之间的动态平衡方程，不仅实现了对传统道德直觉的

形式化表征，更为自主决策系统开发出具有情境适应能力的碰撞算法提供了伦理计算基础[17]。马克西米

利安·盖斯林格(Maximilian Geislinger)团队提出的风险敏感型决策框架([11], p. 109)，进一步拓展了该研

究范式，创造性地整合了预期效用理论、最大最小化原则与预防原则([6], pp. 1033-1055)。该框架通过建

立风险阈值动态调整机制，既保持对预期收益的帕累托优化，又通过预防性约束条件将系统性风险控制

在可接受范围之内，从而在伦理规范的普适性与技术应用的异质性之间达成动态平衡。 
事实上，就前文基于功利主义、道义论、契约主义的自动驾驶汽车碰撞优化算法而言，若将其置于

一个组合框架内进行分析，这些算法有潜力构建一种更为完善的伦理价值体系。功利主义算法通过计算

所有道路参与方在各种可能情境中的利益得失，以寻求使所有人的收益总和最大化或损失最小化的方法

来进行行为决策。因此，在自动驾驶汽车碰撞决策过程中，功利主义算法往往会忽视个体的道德权利与

尊严。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可以将道义论作为优化控制问题的约束条件。道义论主要集中于关注行为的

动机和道德义务，而功利主义伦理学则强调行为后果的善恶评判。因此，应构建一种道德约束，使其成

为该算法不可侵犯的道德底线：自动驾驶汽车不得将无关者卷入碰撞情境中，即使该选择会最大限度地

降低整体死亡人数。例如，自动驾驶汽车不得为了保护车内乘客或的其他车辆而故意撞击人行道上的行

人或路边的咖啡馆。那些本应安全无虞的个体，包括非交通参与者，理应受到额外的保护，禁止自动驾

驶汽车在试图尽量减少受害者人数时将他们的生命视为可被牺牲的资源。当然，将个体权利或诉求纳入

考量并不意味着完全放弃伤害最小化原则，而是通过额外的修正性条件，对该算法进行优化。在交通事

故中，与事故无关的个体应该得到更多的保护。然而，当涉及到已经卷入事故的相关方时，伤害最小化

规则仍然是适用的。通过这种方式，可以确保算法在决策时不仅考虑结果的最大化，同时也考虑行为本

身的正当性。而契约主义伦理学所强调的尊重社会共识及建立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契约等原则，可以引导

算法在设计和使用过程中充分考虑制造商、驾驶员、行人等利益相关者的权益和需求。通过协商和沟通，

形成各方都能接受的道德准则和决策标准，从而增强算法的合规性。具体而言，契约主义在自动驾驶汽

车算法设计过程中，可以通过引入“无知之幕”下的决策过程，促使算法在开发阶段充分考虑各方利益

相关者的权益，从而有效规避极端利己主义或功利主义可能引发的歧视性结果。在此伦理框架内，契约

主义巧妙地弥补了道义论与功利主义的局限性。它不仅能确保自动驾驶汽车在面临道德决策时，充分考

虑社会共识和利益相关者的需求，实现社会效益的最大化，而且能够在制定道德决策主张的过程中，兼

顾个人诉求，尊重个体的道德权益。 
由此观之，在组合框架中，道义论为自动驾驶汽车设定了不可逾越的伦理底线，功利主义致力于追

求结果的最大化利益，而契约主义则通过社会约定的方式，精妙地平衡了两者之间的潜在冲突，构建一

个了更为完善和全面的伦理价值体系。这种互补关系有助于设计出更加人性化、具备更高公正性的自动

驾驶汽车碰撞优化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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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构建自动驾驶汽车道德决策算法的组合框架时，除上述三种具有代表性的伦理理论外，融合美德

伦理学与责任伦理学也至关重要。美德伦理学作为人类长期积累的道德智慧，与人类的价值观紧密相连，

它的加入使得自动驾驶汽车能在决策时展现出更符合人类道德直觉与期望的行为。美德伦理学主张，美

德是一种个人特质，其中谨慎、勇气、节制和正义被视为人类的基本美德。在自动驾驶机器系统训练模

型的学习过程中，可以将人类的美德作为积极的奖励信号嵌入系统，进而引导算法在决策时展现出符合

人类美德特性的行为，为道义论伦理约束提供补充。责任伦理学强调行为者的责任和道德义务，将其纳

入框架内有益于自动驾驶汽车的碰撞优化算法在设计、测试和使用过程中明确责任主体(如制造商、设计

者、使用者等)，为发生事故时追溯责任主体并进行相应的问责和处罚提供依据，同时还能敦促各方审慎

自身行为。例如，责任伦理学的引入，要求技术开发者在推动自动驾驶技术进步的同时，充分考虑其对

社会和伦理的影响。这不仅有助于引导开发者在研发过程中更加注重伦理规范，提高车辆的安全水准，

实现技术发展与社会伦理的同步，还能为算法设定更为严格的道德约束条件，从而增强公众对自动驾驶

技术决策的信任感和社会可接受度。 
在构建组合框架的过程中，考量伦理模块间的交互作用与整合机制是必要的。首先，在不同伦理原

则发生冲突时，需设定优先级顺序。例如，当生命至上原则与伤害最小化原则相冲突时，应明确生命至

上为优先考量。其次，为反映各模块输出结果的重要性，还需设定差异化的权重分配机制，以反映特定

情境下的伦理优先级。例如，在涉及无辜者安全的情境下，适当提高道义论模块的权重，以确保决策的

伦理性与公正性。最后，需针对组合框架内伦理理论潜存的症结，提出解决方案。道义论伦理学虽为自

动驾驶汽车的决策设立了严格的伦理边界，但在面对复杂多变的交通情境时，其遵循规则的僵化特性限

制了决策的灵活性。为了克服这一局限，可融合功利主义的优势，通过精细计算潜在受害者的利益得失

来制定决策，以确保整体效果的最大化。对此，可通过引入风险成本函数等数学模型加以解决，对潜在

受害者进行精细化量化，并依据普遍的伦理价值标准设定差异化的数字权重。美德伦理学的理念较为抽

象，需建立量化标准以衡量其实际应用。可将美德划分为不同等级，并为每个等级设定具体的行为准则

和评估指标。在自动驾驶机器系统训练模型的学习过程中，结合谨慎、节制、正义、勇气等美德理念，引

导自动驾驶汽车相应的操作行为，即化抽象的伦理理念为具体可操作的机器指令。责任伦理学则需综合

考虑自动驾驶汽车的技术特点、使用场景、事故原因等多个因素，构建一套科学的责任分配机制，确保

事故后问责与处罚的合理性。 
在自动驾驶汽车基于各伦理理论构建的组合框架投入实际应用的过程中，尚需解决若干问题以确保

其有效性和可靠性。具体而言，在自动驾驶汽车的数据处理和模块训练阶段，应广泛搜集并系统整理交

通事故、交通环境、人类行为等多元化的数据资源。此举旨在训练预设的自动驾驶汽车道德决策模型，

使其能够全面涵盖并深入理解组合框架内所融合的伦理理论的各种道德判断案例。同时，还应通过模拟

实验和实车测试等多种方式，对框架模型进行严格验证，确保道德决策结果的准确性和可靠性，并通过

试验结果及时反馈模型在实际应用中的表现，并据此对原有的道德决策实践模型进行必要的调整与优化。 
总之，前文预设的组合框架旨在通过整合多种伦理学理论的合理因素，尽可能全面反映所有行为主

体的利益。鉴于不同行为主体所处的不同立场，这些各方面利益理应得到充分重视与平衡。正如一项技

术若未能充分考虑驾驶员的合法权益，就难以在市场上取得成功一样，若它无法妥善处理所有受影响者

的权利与需求，则同样难以获得社会的广泛接受。因此，将各种伦理学理论中的恰当因素，融合至一个

“组合”算法中，成为应对复杂伦理问题的可行途径，一改过往单纯呈现各种不同伦理观点之间对抗的

局面。然而，自动驾驶汽车的道德决策是一个既重要又复杂的问题。上述所构建的组合框架的初步蓝图，

虽展现出一定理论魅力，但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在伦理选择中，应考虑哪些伦理理论能够为自动驾驶

汽车的道德决策提供全面坚实可靠的理论基础？基于所选的伦理理论，应该如何取其所长补其所短？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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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有效地整合这些伦理原则，形成一个有机整体，以构建一个近乎完美的组合框架？诸如此类，都是我

们未来需要进一步深入思考的问题。但与目前单一的伦理算法相比，组合框架显然在适用性上能展现出

更广阔的前景，由此开辟出的研究路径将在未来展现其潜力。 

4.2. 基于“组合框架”的程序实现：元规范决策程序 

在道德决策理论的范式创新中，元规范决策程序建构了一种超越传统伦理理论框架的系统性道德权

衡机制([11], p. 110)。该程序通过确立元规范层面的方法论中立性([11], p. 110)，对各类道德诉求的规范性

基础保持价值无涉的评估立场[18]。其核心特征表现为：在不对特定伦理理论预设本体论承诺的前提下，

系统整合多模态道德推理要素，通过程序正义实现道德主张的普遍可接受性。在此背景下，组合框架内

伦理体系的介入显得尤为重要。在自动驾驶汽车的程序设计过程中，虽然元规范决策程序具备对各种伦

理理论采取中立态度的能力，但当我们采用基于组合框架这一已形成为相对完善的伦理系统作为该程序

的道德基础时，显然可以显著提升决策结果的合理性和道德完备性。因为单凭功利主义、道义论或契约

主义等单一伦理理论进行决策算法选择，必然会面临上述提及的诸多直观可视性的道德缺陷。 
在自动驾驶伦理决策研究初期，针对不可避免的碰撞场景，学界曾提出极具争议的随机化决策机制。

该主张源于多元伦理范式(如功利主义、义务论、契约论)在风险分配上难以达成规范性共识的现实困境，

试图通过概率模型消解伦理选择的主观性([11], p. 110)。然而，实证研究表明，这种基于随机算法的损害

分配策略本质上构成了道德责任的系统性消解，其将道德主体的审慎判断置换为概率事件的数学期待，

导致决策过程丧失可解释性与道德问责基础[19]。鉴于此，研究者开始探索构建跨伦理范式的元规范决策

框架，通过建立道德原则的可操作化转化机制，为人类设计者提供先验的伦理参数配置方案。值得注意

的是，维克拉姆·巴尔加瓦(Vikram Bhargava)和金泰云(Tae Wan Kim)发展的类比道德推理模型([11], p. 
110)，创造性地采用道德价值量化映射方法，通过构建伦理要素的价值函数矩阵，实现了异质性道德主张

的可计算化处理[20]。该模型的核心突破在于：将道德情境的类比相似度转化为价值权重参数，使抽象伦

理原则能够通过算法架构生成确定性的最优解。 
在自动驾驶伦理决策算法的范式演进中，量化元规范决策架构已展现出独特的理论优势。该架构通

过构建多模态伦理主张解析模块，能够系统识别组合伦理框架内各规范性命题的约束边界，并基于帕累

托前沿分析实现异质道德诉求的协同优化。这一方法创新与新兴的“伦理效价理论”(Ethical Value Theory, 
EVT)形成理论共振。伦理效价理论强调道德决策应建立“伦理要求衰减机制”形式([11], p. 111)，即通过

量化建模不同道路参与者道德诉求的强度差异，形成具有动态协商能力的决策函数[21]。其核心主张在于：

由于交通参与主体对自动驾驶系统的道德预期存在本质性分歧，算法设计必须构建程序化的伦理张力消

解路径，而非执着于碰撞场景的确定性解。这一理论转向揭示出关键设计准则：碰撞优化算法的价值不

在于输出完美伦理答案，而在于建立具有反思均衡特征的决策生成机制([11], p. 111)。这种程序正义导向

的决策模型，有效规避了结果主义路径下常见的道德适切性缺失的问题。 
诚然，当前研究路径与伦理量化分析范式(如功利主义)存在相似的学理困境：在多元量化指标与异质

性规范体系的映射机制建构方面，面临关键性理论瓶颈。技术伦理决策中的风险分配权重与伦理效价对

应关系，特别是在涉及弱势群体权益损害、生命安全权责界定等场景，呈现出高度非线性特征，这不仅

容易形成价值排序的公共讨论困境，更可能触发算法偏见固化、群体权益剥夺等系统性伦理风险。这种

双重理论挑战亟待通过建构跨学科研究范式加以突破。需要指出的是，问题的解决通常是在现有方法的

基础上，通过克服其局限性而逐步取得进展，这一过程具有反复性。因此，基于本文组合框架的元规范

决策程序的碰撞优化算法可视为对传统单一优化算法的一种创新。尽管这种方法依然存在不足之处，但

无疑已经代表了一种重要的进步。 

https://doi.org/10.12677/acpp.2025.148442


易瑶琴 
 

 

DOI: 10.12677/acpp.2025.148442 264 哲学进展 
 

此外，在基于复合伦理框架的决策分析中，运用元规范决策程序时需要着重考虑社会接受度的实践

价值。对于自动驾驶技术而言，公众认同度既构成技术伦理适配性的评价指标，又作为技术推广的核心

制约要素。当社会主体的普遍伦理期待与系统决策机制之间出现显著偏差时，可能引发技术排斥现象，

这不仅会阻滞自动驾驶技术的规模化应用，更将导致其潜在的社会效益，如交通安全优化、出行效率提

升及碳排放减少等技术红利无法充分实现。为了提高公众接受度，我们可以借助实证研究，收集有关公

众的经验数据，从而为规范性思维的构建奠定基础。在掌握了公众道德偏好的精准信息后，可从规范性

角度评估任何所谓最佳设定的公众可接受性，并预测用于说服公众接受这些设定所需采取的具体措施[22]。
总之，推动公众接受自动驾驶技术，不仅需要满足伦理标准，还应建立在对公众道德观念的深入理解之

上。 
同时，在探索自动驾驶汽车碰撞优化算法的过程中，我们还必须明确一点：道德判断不能完全依赖

于人工智能代理来处理。无论是单一伦理准则、多重伦理准则的组合框架，还是元规范决策程序，均表

明伦理价值的界定实质上是一种人类的道德体现。机器伦理学并非人类道德能动性的简单再现，而是人

工代理与给定伦理价值之间的一种功能等效关系。即便自动驾驶汽车在技术上实现了道德判断，但这并

不意味着它完全取代了人类的道德判断。无论我们采取何种伦理原则和程序方法，最终的决策依然属于

人类自决的范畴[23]。即使我们将伦理设定委托给机器算法，这些算法的功能仍然依赖于人类的规范性授

权。总之，所有的伦理决策必须以人类自决为前提，人类因素在伦理意义上的中心地位不可动摇，也不

容许泛化。 

5. 结语 

自动驾驶汽车是智能技术创新的“集结地”和“制高点”，具备人工智能“感知–决策–执行”的高

效响应机制，在重塑人类交通行为伦理正当性方面发挥了重要的辅助作用。然而，自动驾驶汽车的推广

与应用并非毫无风险，其面临着复杂的碰撞伦理困境。习近平总书记曾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次集体学习

时强调，要把握人工智能发展趋势和规律，加紧制定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

则，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24]。这一战略要求促使我们构建相应的道德伦理规范，以保障人工

智能的健康发展。对此，我们回顾了基于功利主义、道义论、契约主义伦理学理论的传统碰撞优化算法，

指出了它们在应对复杂交通伦理问题中的局限性。尽管功利主义算法旨在追求总体伤害最小化，但在这

一过程中，它可能会忽视个体的权利与尊严；道义论算法则强调了道德规则的重要性，但在实践中面临

技术编程和规则应用的诸多挑战；而契约主义算法试图通过社会协议达成共识，但在量化伤害及应对未

知决策选择时，其适用性仍显不足。因此，我们引入了一种结合“组合框架”与“元规范决策程序”的碰

撞优化算法。组合框架通过整合多种伦理学理论的合理内核，构建了一个相对完善的伦理价值体系，为

算法提供了更为全面的道德基础。元规范决策程序在此基础上，旨在对各项伦理因素进行综合权衡，得

出一个尽可能兼容所有考量因素的最佳决策，达到了相较于传统优化算法更为优越的决策效果。该算法

不仅有助于克服单一伦理理论算法的局限性，还增强了算法决策过程的可解释性，有助于提高公众对自

动驾驶汽车的信任与接受度，对于解决自动驾驶领域的碰撞伦理困境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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